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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新媒体的社会治理效应：

以税务部门微博为例

孙鲲鹏 杨 凡*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数字化政务新媒体的社会治理效应，具体结合税务部

门微博这一政务新媒体，从不完全信息理论和信息中介理论出发，分析税务部门

微博对企业税务决策的影响机理。基于手工爬取的超 40万条税务部门微博数

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进行的经验研究发现，税务部门开通微博有效提升了

企业税收遵从和税收征管效能，并起到促进企业间税负公平、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的作用。具体而言，税务微博是通过传播税收知识法规、提高对企业涉税声誉惩

戒和提升企业对政府信任来发挥治理作用。本文从理论上扩展了关于数字政务

手段内涵和企业税收遵从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并从实践上为数字政府建设、深

化税收征管服务改革提供了参考。

关 键 词 政务新媒体 微博 企业避税 税负公平

一 引言

数字技术是最近数十年来人类技术进步最突出的领域之一，不仅改变了经济组

织形态，也为公共部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

数字技术来服务和完善社会治理，相关政策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典型性。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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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发展高效协同的数

字政务。作为数字政务的重要内容，政务新媒体受到高度关注，例如国务院《关于加

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号）中将构建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做好

政策传播、开展政民互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明确定位政务新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党

和政府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税务部门作为直接沟通广大纳税人的公共部门，近年来也高度重视政务新媒体

建设，国家税务总局多次发文强调利用新媒体提升税收智慧政务服务水平。在这

样的背景下，各地方的税务部门为提升纳税服务水平，陆续开通微博等政务新媒体

平台，利用其广参与、低成本、强交互的特点，发布政策信息、处罚案件和部门动态。

截至 2019年末，已有 159个各级税务部门设立了微博，发布的帖子总计超 40万条。

一方面税务部门为这些新媒体建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微博发帖和网

络互动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税务部门推进数

字政务的重要内容，税务部门微博等政务新媒体的建设产生了怎样的经济后果？

尤其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纳税决策和税收遵从？这种作用的渠道机制和边界条件是

怎样的？廓清这些问题，对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税收征管服务改革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

从税务部门微博的现实实践来看，开通微博后，税务部门通过这一平台发布和交

流的内容有三①：一是发布相关的税收政策信息，便利纳税人及时获取税收最新政策，

而且可以就税收政策的具体操作与税务部门形成直接的交流沟通；二是广泛宣传税

收法规和违法处罚案例，对税务违规行为形成警示，同时为纳税人提供违法举报平

台；三是发布税务部门工作动态、财政支出等相关新闻，与纳税人加强双向信息传递，

有助于纳税人及时了解税务部门工作，打造透明的征纳环境。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当税务部门倚重

微博等平台来宣传政策信息、曝光处罚案件、发布部门工作动态并与纳税人沟通交流

时，将有助于缓解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纳税

人的避税行为。首先，针对纳税人不了解税收政策的信息不充分问题，通过宣传解释

税收政策和税收知识以及与纳税人互动答疑，能够提高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从

① 微博典型内容的示例，由于篇幅所限，具体见《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在线期刊 2024年第 1
期中本文的补充材料附录1。后文简称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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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助于减少因为不清楚自身纳税义务的避税①行为（Alm et al.，2010）。其次，针对

纳税人隐匿自身真实应税所得的逆向选择问题，税务新媒体作为曝光平台，通过曝光

税收违法处罚案件，可提升对纳税人的声誉惩戒预期，减少激进逃税动机。再次，针

对纳税人担忧公共部门税款支出低效的道德风险问题，税务新媒体通过发布政府工

作动态、加强双向交流，有助于纳税人了解税款去向、提高财政透明度，从主观上减少

纳税人避税动机（Kirchler et al.，2008）。

本文基于超过40万条税务部门新浪微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发现：（1）开
通了税务部门微博的地区，企业的避税行为显著减少。（2）在渠道机制方面，对于那些

宣传解释税收政策发帖更多、宣传影响力更大的微博，那些税务征管处罚更多、力度

更大的地区，以及那些财政透明度更弱的地区，税务部门微博的边际效果更强，从而

验证了微博在税务治理领域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宣传解释税收知识、提升对纳税人的

声誉惩罚预期、提高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三个渠道实现。（3）在微博内容异质性方面，

对于图片视频形式帖子、原创帖子占比越高的税务部门微博，其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

越强。（4）在企业特征异质性方面，税务部门微博减少避税行为的作用对于财务总监

更有可能接触微博的企业更显著。（5）随着税务部门微博对部分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

抑制，税务部门微博设立也促进了企业间的税收公平。（6）本文的结果在考虑多时点

双重差分有效性、工具变量检验、更换关键变量、更换样本数据集等检验中，均保持

稳健。

本研究的文献增加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研究拓展了数字政府

建设内涵手段和经济后果方面的相关研究。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渗

透，越来越多文献探讨了数字技术在政务中的应用带来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研究

了政府部门开设的官方网站、应用程序等数字平台，在提高政府产出和决策效率

（Andersen et al.，2010）、改善政府信息透明度（Welch et al.，2005）、提高公民对政府的

信任（Park et al.，2016；Song and Lee，2016；刘伯凡等，2023）、处理公共危机事件（谢起

慧等，2015；谢起慧和褚建勋，2016）等方面的功能。本文则从微博这种政务新媒体出

发，探讨了税务部门微博建设对企业避税决策、税收治理效能的影响，丰富了关于数

字政府建设手段内涵和经济后果方面的相关研究。

第二，本文拓展了关于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在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方

① 本文中“税收遵从”和“企业避税”等用词均为广义上的定义（Cai and Liu，2009；Hanlon and Heitzman，
2010；孙鲲鹏和石丽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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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什么不同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存在差异一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已有研究从

征管体制、征管技术、企业信息环境和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讨

（Halon and Heitzman，2010；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Armstrong et al.，2015；吕冰洋

等，2016），但以往文献从税务部门数字技术应用角度探讨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的

研究相对较少，更鲜有探讨互联网政务新媒体的应用。张克中等（2020）探讨了“金

税三期”工程对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孙鲲鹏和石丽娜（2022）探讨了互联网大数据治

税系统对税收治理的积极影响，发现大数据技术在税务部门的使用显著抑制了企

业的避税行为。本文则进一步探讨了税务部门的政务新媒体开通如何影响企业避

税行为。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渗透，人类当前已经进入数字时代。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经济组织形态的变化，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

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的革新。

税务部门很早便意识到政务新媒体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项专项工作，为其建

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发布《“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税

总发〔2015〕113号），提出“通过门户网站以及微博、微信、手机APP、短信、QQ、税企邮

箱等渠道，为纳税人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税收宣传”。在 2014年甚至还以专门发文

的形式对税务系统微博微信建设做出规定，《关于建立全国税务系统微博微信矩阵的

通知》（税总办发〔2014〕137号）强调“为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

努力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态打造成促进税收宣传、优化纳税服务、提升税务形象、

开展舆论引导的重要新载体”。总之，税务系统对微博等新媒体赋能税务管理十分重

视，自 2010年来，各级税务部门陆续开通微博等平台，借助新媒体助力税收征管

服务。

相比于传统媒体，数字化背景下的政务新媒体具有范围广、形式灵活、交互性强

的优势，为税收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1）政务新媒体服务范围更广。一方面，服

务内容更广。相比于报刊这类被动的、高成本的信息提供方式，政务新媒体能够低成

本地推送更多信息，且更好囊括地方个性化的报税流程和时间点、地方税收法规操作

指引等更为细致的内容；另一方面，服务对象更广。随着阅读习惯的改变，相比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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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刊等传统纸媒，新媒体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受众，且在微博等平台的个性化推送机

制下，能够更好地推送到关注财税政策的用户群体。（2）政务新媒体形式更灵活。相

比于传统纸媒和税务局官网以文字为主的报道，政务新媒体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载

体形式，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图解、政策视频音频详解等形式，增强信息可读性，帮助信

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政策。（3）微博作为一种新型媒体中介，不仅具有从税务部门到

纳税人的单向信息传播功能，其评论功能还为纳税人咨询、举报涉税业务提供了更多

的渠道。在一些社会关注广的热门话题中，有可能形成热烈的评论交流氛围，甚至可

能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和再反馈，从而相比于传统媒体，有助于形成纳税人和税务部

门之间的双向互动，也可以通过点赞和转发使得税务部门微博在宣传方面产生更大

的影响。此外，新媒体的交互属性更有利于税务部门把握舆论走向、理解纳税人心

理，从而“提升税务形象，开展舆论引导”①。

从税务部门微博的设立和发帖情况来看，最早可上溯至 2010年，当年厦门税务

微博和广州税务微博相继设立，意味着纳税服务Web 2.0的进程在微博平台正式拉开

序幕，此后数年间，各省市税务部门微博如泉涌般蓬勃发展。根据可查到的实际发帖

数据，截至 2019年年底，已有 159个省市税务部门设立了微博（如图 1-1），共发布了

40万余条帖子，且随着省市税务部门微博的相继开设，发帖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如

图 1-2）。总之，税务部门微博已然成为当下税收政策宣传的重要渠道和互联网时代

纳税服务的重要载体。

图1-1 图1-2

①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国税务系统微博微信矩阵的通知》（税总办发〔2014〕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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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图1 税务部门微博相关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税务开通微博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影响。从对税务微博的关注和粉丝数量上

来看，根据大样本统计，截至2023年8月，粉丝数量最多的省级税务部门微博为“北京税

务”微博，粉丝数量达到208.5万，其余粉丝量居于前十位的省级微博情况见图1-3。在

地市税务部门微博中，粉丝数量最多的是“湖州税务”微博，粉丝数量为 58.1万，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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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数量居于前十位的市级微博情况见图1-4。据统计，粉丝数量达到一万以上的微

博账号就有 39个，无论是省级还是地市级微博情况，这样数十万量级、甚至百万量级

的粉丝关注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税务部门微博的公众影响力。

纳税企业是税务部门微博粉丝中重要的群体之一。根据对可获取的微博粉丝简

介进行的文本分析和词频画像来看，发现高频关键词中有不少与企业相关的词汇，包

括有限公司、企业、总经理和财务等，都反映了企业对于税务部门微博的关注①。而其

中不乏上市公司或企业管理者的身影，例如“广州税务”的粉丝中就有尚品宅配

（SZ300616）这一上市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微博粉丝中有中国石化公司（SH600028）
以及分众传媒（SZ002027）的董事长等，这些都直观地表明了企业对税务部门微博的

关注。除此之外，考虑到微博是一个信息生态场，税务部门微博粉丝中还可以看到诸

多财务咨询公司的身影，这些财务咨询公司也时常会转发税务局发布的微博，使得税

务部门微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正是由于微博等新媒体具有粉丝多、开放性的转发机制等特征，使得税务部门微

博具有几何级的传播力，社会影响广泛。例如 2014年 04月 29日，国家税务总局微博

正式开通后，其第一条微博在不到一个小时，就有近 330万网民点击查看，并被转发

1729次，留下 228条评论。从税务部门微博的粉丝参与、即点赞评论转发数量来看，

同样呈现广泛参与，且逐年上升趋势（图 1-5）。在样本期末的 2019年，所有税收部门

微博帖点赞数合计约 460万，评论数合计约 30万，转发量合计约 54万，平均每条税务

微博帖约有 3.7条评论，51个点赞和 7.7次转发（图 1-6）。足见税务部门微博获得了

广泛的关注，其发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是因为税务微博巨大的影响力，不少传

统媒体和政策文件也关注到税务微博的作用，其中不乏权威媒体。例如，宿迁市税务

利用微博辅助办理发票业务，受到纳税人关注和好评，并得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宁

波鄞州区税务利用微博面向纳税人开设税务小课堂，得到大量纳税人的关注，并获

《宁波日报》报道；郑州市二七区税务利用微博给纳税人答疑解惑，受到纳税人广泛好

评，并得到《河南日报》报道。

税务微博的跟帖评论功能除了能够反映受众对新媒体的关注度外，还直接为纳

税人提供了向税务部门反馈和发声的机会，从而形成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双向交流平

台②。一是纳税人会在税务微博上咨询和举报税收业务，例如有群众反映某游戏公司

① 篇幅所限，用户画像和部分粉丝情况见网站附录2。
② 篇幅所限，纳税人在税务微博上咨询与举报的案例见网站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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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充值但未获发票，向“深圳税务”微博咨询，并获得回复①；再如在某相声演员出现

逃避税和发票造假的舆情事件时，“北京税务”微博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反馈该演员

偷漏税的举报性评论②。二是税务部门也会根据群众提问情况，通过微博专门推送和

解答一些受到群众广泛关注的共性税收业务问题，例如“重庆税务”微博就曾专门在

微博上回答纳税人关于发票开具和发票验真入账的相关问题。

此外，税务部门微博发布的形式类型在此十年间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体现为

以国家税务总局微博为中心的微博生态的逐渐形成，不同地区、层级的税务部门微博

之间通过微博的转载实现信息共享，转载帖逐渐占据微博帖的半壁江山（见图 1-7），

另一方面表现为随着税务部门在政务新媒体上越来越高的投入，税务部门政务新媒

体的表现形式逐渐丰富，图片或视频帖在总发贴量中的占比例逐渐上升，在 2019年
接近90%（见图1-8）。

（二）理论假说

税务部门微博这一政务新媒体建设，是税务部门主动运用互联网新媒体优化税

务服务、提升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考虑到组织税收收入、减少企业避税是税务

部门的重要目标，那么税务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微博等政务新媒体，是如何影

响到企业的纳税行为的？本文从税收征纳活动中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出发，并结合信

息中介相关理论，分析税务部门微博这种信息中介如何起到缓解不完全信息、抑制企

业避税的作用。

根据企业避税相关理论，导致企业税收不遵从的重要原因在于税收征纳活动中

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具体而言，税收征纳双方——企业和税务部门之间存在着三类

不完全信息问题，并导致企业税收不遵从（见表 1）。同时，信息中介在缓解信息不完

全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 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所言，人

们无法自动获得所有信息，参与者的决策深刻地受到信息中介的引导（Merton，
1987）。大众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中介，也影响着微观个体所感知的信息集和决

策行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快速渗透，革新了人类信息传播

方式。相比于传统纸媒，新媒体具有成本低、范围广、即时性强等特点（Bowman and
Willis，2003；代玉梅，2011），更是为改善税务治理、优化纳税服务提供了新的契机，从

而更好缓解税企之间三类不完全信息问题、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具体如下。

① 链接：https：//weibo.com/3096705915/GwRvssHIn#comment。
② 链接：https：//www.weibo.com/2611704855/E8eiTjC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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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业不了解税收政策的信息不充分问题。Feldman et al.（2016）的研究发现，

对于那些不了解税收政策的纳税人，其避税程度显著更高。在税务领域，信息不充分

问题在纳税人身上的体现尤为突出。税法条款卷帙浩繁，而且往往跟随经济形势变

化而发生变更。在实践中，各地区的具体口径和征管实践又存在较大差异（吕冰洋

等，2016；孙鲲鹏和杨凡，2023）。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自动地了解所有的税

收政策最新要求，例如即使是在营商环境名列前茅、市场主体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深

圳，也有 31.6%受访企业认为“政策宣传不到位，不能及时准确获取企业所需税收政

策指引”（张国钧，2018）。由于企业不了解最新政策要求，就可能产生税收不遵从行

为。例如Alm et al.（2010）研究了纳税人信息援助服务和避税之间的关系，发现当纳

税人面对不确定的纳税义务时纳税遵从度会显著下降。

针对纳税人不了解税收政策的信息不充分问题，税务部门微博通过解读和宣传

相关税收政策，可强化信息流通。已有研究表明，信息中介具有宣传扩散信息的作

用，进而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充分问题（Morrison and Wilhelm，2007）。税务部门微博本

质上就是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其发布的大量税收政策宣传解读帖，通过宣传税收知

识、解读税收政策，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纳税人对最新税收政策的关注，形成社会

焦点事件、构建普法契机，又能够通过对政策内容的切实宣传提升纳税人对政策具体

要求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从而明确自身的纳税义务。在明确自身纳税义务后，就可能

减少因为不了解税收政策而带来的“无知型逃税”，进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产生税

务微博的“宣传效应”。

表1 税务部门微博减少避税的分析框架

不完全信息理论

信息不充分

信
息
不
对
称

隐藏特征的
逆向选择

隐藏行为的
道德风险

导致企业避税的具体体现

无知型逃税：企业不了解税收政策
要求

冒险型逃税：企业在纳税前隐匿自
身真实应税所得、逃避税负

叛逆型逃税：企业担忧公共部门拿
到税款后低效使用、不信任政府

信息中介
的作用

信息传播

曝光平台

交流窗口

税务部门微博影响企业
避税的作用机理

宣传效应：传播解读税收
政策，提高知晓度

威慑效应：曝光逃税案
件，增强声誉惩戒

信任效应：提升透明度；
交流互动

二是企业隐藏自身真实所得特征的逆向选择问题。在征缴税款前，税务部门需

要了解企业的真实盈余所得状况，方可有效征收税款。然而税务部门作为信息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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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临着高昂的信息获取成本，而企业往往有动机隐匿自身真实盈余、将自身伪装

成亏损企业，进而逃避缴税义务。为缓解这一问题，根据经典的企业避税分析（A-S）
模型，可通过加大惩罚力度来抑制企业的这一行为（Allingham and Sandmo，1972）。

企业越是认为自身逃税行为将带来的期望损失越多、可能性越大，就越是倾向于做到

税收遵从（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张克中等，2020；孙鲲鹏和石丽娜，2022）。

针对纳税人隐藏自身真实盈余的逆向选择问题，税务部门微博通过曝光违法案

例，可宣示对违法案件的低容忍度、提升对纳税人的声誉惩罚，从而起到“威慑效应”。

社会声誉对于企业长期运营有着重要作用（Radner，1981；张维迎，2005），来自公共部

门的处罚会给企业带来声誉损失，尤其是对社会福利产生直接影响的逃避税行为，税

务行政处罚带来的声誉损失更大（Gallemore et al.，20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信息中介的广而告之属性可以形成一种曝光机制，起到强化声誉惩罚的作用，进

而抑制经济行为主体的不良行为（王丹等，2020；Sun et al.，2022）。税务部门微博作

为一个由政府设立、受众广泛的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将税务违法案例广而告之，扩大

了企业逃税被发现后的声誉损失。企业对风险感知的切实程度会在事前就影响避税

决策（Bernasconi and Zanardi，2004）。通过微博上的宣传，能够提高纳税人对声誉损

失风险的感知，进而减少避税（汤晓健等，2021），产生“威慑效应”。

三是企业担忧公共部门低效使用税款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公共经济学经

典解释，纳税人缴纳税款主要着眼于获取相关的公共服务。在缴纳税款后，公共部门

成为关于税款使用的信息优势方，而纳税人成为信息弱势方。纳税人如果无法对税

款使用行为进行监督，就可能担忧无法获取高效率的公共服务。纳税人的这种担忧

将在事前就引致较低的税收遵从度。例如Alm et al.（1992）的研究发现，如果纳税人

认为政府在使用税款方面不合理，则将倾向于少申报税款。反过来，如果纳税人感觉

税收体系是透明的、公平的、可信赖的，纳税人遵从度会更高（Kirchler et al.，2008）。

针对纳税人担忧公共部门隐藏税款支出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税务部门微博通

过发布税务工作动态、与纳税人交流互动，可缓解纳税人担忧、增加纳税人对税务部

门的信任。首先，以微博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首先能

够广泛传播税务部门的工作动向，有助于提高透明度，让纳税人更好地了解税款的去

向，缓解纳税人对信息不透明的担忧（Welch et al.，2005）。其次，微博作为一种新型

媒体中介，不仅具有由税务部门到纳税人的单向信息传播功能，相比于传统媒体中

介，政务新媒体还是具有反馈功能的互动平台，例如税务微博有跟帖评论功能，纳税

人可以在税务微博下发言和提问。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更加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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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互动机会有助于增加社会信任（Park et al.，2016；Song and Lee，2016；刘伯凡

等，2023）。总之，税务部门微博这一平台的应用可拉近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

距离、缓解纳税人担忧，减少纳税人出于对公共支出的不信任而产生的“叛逆型避

税”，带来税务部门微博的“信任效应”。综上所述，我们提出：

假说1：税务微博建设有助于减少企业避税。

我们基于税务部门微博发挥作用的三个影响机理，分析其作用的异质性。

第一，从宣传角度看，税务微博通过解读和宣传相关税收政策，可强化信息流通，

以缓解纳税人不了解税收政策的信息不充分问题。如果税务微博起到的税收知识宣

传和税收教育的力度越大，则减少企业避税的效果越显著。具体而言，对于税务部门

微博中中解答纳税人税收政策和税收程序相关问题以及宣传税收知识的帖子占比更

高，针对纳税人的税收政策宣传效果更好，因而减少企业避税的效果也就更好。

而且，宣传政策的效果因微博的影响力而异。从逻辑上来讲，由于各地区在税务

机关政务新媒体建设上投入的差异，因此打造的税务部门微博账号的影响力亦有大

小之别，对于受众更广的微博账号，其影响力更大、宣传更到位，如果微博真的影响企

业关注进而影响企业避税，那么这些微博在抑制企业避税上的效果也应该更好。因

此，本文提出：

假说 2a：发帖中宣传税收政策的比重更大、影响力更强的微博，其抑制企业避税

的效果更好。

第二，如果“威慑效应”的逻辑成立，那么税务部门越是坚持有案必查、处罚力度

越大，税务微博的声誉惩戒也就越可信，从而阻止那些观望的企业从事避税活动。而

且在新媒体舆情生态环境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存在热点推送与话题聚合机制，对于

那些处罚更狠、更具特点的案件，往往更能博人眼球、成为社会热点，社会关注和传播

范围将呈现非比例性的指数级上升，从而也带给企业更多的声誉损失。总之，“威慑

效应”下的声誉惩戒，与税务部门对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相关，如果一地税务部门对违

法案件的容忍度更低、处罚力度更大，将更容易对企业形成威慑效果。据此提出：

假说2b：税收征管处罚更多、力度更大的地区，税务微博抑制企业避税的效果更强。

第三，如果“信任效应”存在，则税务微博的税务治理作用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就会

取决于其带来的缓解纳税人对于政府资金使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效果。现实中不同

区域的财政信息透明度存在着差异，对于那些信息透明度更低的地区，纳税人对税款

使用合理性的担忧更甚，改善信息透明度的必要性更加凸显，税务政务新媒体的建设

能够作为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一个补充渠道，提高纳税人对于政府部门的信任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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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遵从的边际效果会更加凸显。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2c：财政信息透明度更低的地区，税务微博抑制企业避税的效果更显著。

税负公平是现代税收的重要原则，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提出税收的四大原

则，税收公平列为首位。而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会导致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重新分配和

税负不公，并增加政府税收征管的成本（Slemrod et al.，2017）。具体到企业层面，企业

之间避税动机和能力的差距会导致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较大差异，进而打击企业生

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使得不同税率的公司生产规模偏离社

会最优规模，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受到负面影响（李艳等，2020）。总之，税负不公有着

巨大的危害，企业之间不平衡的避税活动会导致税负不公（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
Alstadsaeter et al.，2019）。反过来，企业避税行为的减少有助于企业税负向预期的设

计税负尤其是行业平均税负水平靠近，进而减少企业之间，尤其是同地区同行业企业

之间由于避税活动的不平衡而带来的税负不公平。李艳等（2020）发现税收征管力度

的加强有助于减少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公平；孙鲲鹏等（2022）也发现，大数据治税下企

业之间税负不公平的现象也得到缓解。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3a：税务部门微博建设将改善税负公平。

但考虑到税务部门微博对企业而言并非强制性关注，因此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均

等地受到税务微博开通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税务公平从最终指标表现上也有可能

会呈现拉大的趋势。例如，税务微博的作用主要是减少避税行为，如果原本那些避税

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关注税务微博、受到更大影响，而原本避税程度较高的企业反而受

到更小的影响，那么有可能从最终衡量指标来看反而拉大企业间总体税负差异①。总

之，针对税务公平，我们也提出竞争性的假说：

假说3b：税务部门微博的建设将恶化税负公平。

三 经验分析

（一）估计策略

在分析设计上，本文采用（1）式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检验。

taipt = α0 + α1wbpt + Ψ'0X_ firmipt + Ψ'1X_areapt + γi + πp + δt + εipt （1）
其中，下标 i、p、t分别代表企业、省级地区和年份，taipt为企业税收遵从的代理变量，

wbpt为企业 i所在省份 p当年度是否开通微博的虚拟变量，若该省当年度已经开通了微

① 本文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描述这一过程，详见网站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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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则取值为1，否则为0。为了控制一些可能同时影响企业避税和地方开通税务微博

的因素，我们参考以往文献，在回归中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一系列企业和

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X_ firmipt 和 X_areapt），主要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lev）、销售利润率（ros）、企业年龄的对数值（age）、固定资产密集度（ppe）、无形资产密集

度（int）、企业营收增长率（inc），和财政自给率（fiscal，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gdp），以及失业率（unemploy）。δt、γi和πp分别表示年份、企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省级税务部门微博，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研究中主要

使用了上市公司样本，上市公司等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往往不局限于一市，而是在全省

甚至全国组织资源；第二，税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等大企业的税务管辖权限也往往在

省级层面；第三，省级税务部门微博的推文质量和影响力都远强于地市，有助于增强

检验效力。研究中我们使用地市税务部门微博对自变量进行替换，结果保持稳健。

关于企业避税的测度，参考以往文献（田彬彬和范子英，2018；樊勇和李昊楠，2020；
张克中等2020；王轶和孙鲲鹏，2021）做法，本文采用税会差异（btd），考虑递延所得税的

税会差异（bdt_defer）和考虑盈余管理的税会差异（ddbtd）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数值越

大，说明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其中，btd计算方式为：（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法定税

率）/总资产，bdt_defer在 btd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递延所得税的影响，计算方式为（利

润总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法定税率）/年末总资产。从理论上讲，企业年度之

间税会差异的变化很可能是企业盈余管理的结果，因此本文参考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构造了考虑盈余管理的税会差异（ddbtd），首先对该方程 btdit = ρ + φtait + θi + eit
进行回归，其中因变量为税会差异（btd），tait为企业的总应计，即（年末净利润－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考虑盈余管理的税会差异（ddbtd）即θi + eit。
（二）数据来源

我们从新浪微博上爬取了税务部门微博发布的帖子，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所

有微博总计超 40万条，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局网站和有关统计年鉴，税收行政处罚的相关数据获取自各地税务局网站。

由于省级税务部门首次建设政务微博是在 2011年，前后各取 8年的时间跨度，选取

2003-2019年作为本文的样本区间，文中剔除了 ST企业以及重要变量缺失的观测值，

并且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获得了 32 387个观测值。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见表 2。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变量 btd、btd_defer、ddbtd均值均在 0附近，与以

往研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接近（张克中等，2020）。其中wb的均值接近于 0.5，这说明

有接近一半的样本观测值进入处理组，适中的处理组样本规模有利于本文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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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

btd
btd_defer
ddbtd
wb
size
lev
ros
age
ppe
int
inc
fiscal
gdp

unemploy

观测值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32 387

平均值

0.008
0.019
-0.003
0.522
22.05
0.459
0.097
2.782
0.236
0.044
0.206
0.654
0.342
3.162

标准差

0.050
0.069
0.044
0.500
1.399
0.215
0.136
0.380
0.176
0.051
0.504
0.193
0.264
0.800

最小值

-0.284
-0.342
-0.377
0

19.08
0.052
-0.139
0.000
0.001
0.000
-0.668
0.230
0.011
1.300

最大值

0.129
0.216
0.233
1

26.77
1.000
0.572
4.174
0.738
0.300
3.547
0.931
0.999
4.800

四 主要检验结果

（一）基准结果：税务部门微博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表 3展示了基准回归的检验结果。回归中控制了企业和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

同时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可以看到处理变量

wb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税务部门微博的设立抑制了企业的避税，验证了假说 1。
就系数的经济含义而言，税务部门微博开通，企业避税行为在标准差层面则减少了

8%个标准差（以 btd为被解释变量时），与同期文献进行比较，张克中等（2020）发现金

税三期的推广减少了同指标下企业避税约 10%个标准差，说明本文发现的税务部门

微博设立带来的经济效果也较为显著。与以往研究相通的是，btd变量均值接近于 0，
而整体受到极值影响较大、标准差相对较高，因此经济显著性的测算结果仅供参考。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wb

size

-0.004***
（0.001）
0.003***

（0.001）

-0.006***
（0.002）
0.001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被解释变量

（1）
btd

（2）
bdt_defer

（3）
ddb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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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

ros

age

ppe

int

inc

fiscal

gdp

unemploy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0.057***
（0.004）
0.225***

（0.007）
0.017***

（0.004）
-0.005

（0.005）
-0.009

（0.011）
0.008***

（0.001）
0.009

（0.009）
0.004

（0.005）
0.000

（0.001）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050***
（0.006）
0.201***

（0.009）
0.022***

（0.008）
0.011*

（0.006）
-0.065***
（0.022）
0.007***

（0.001）
-0.029*

（0.016）
0.006

（0.008）
0.001

（0.002）
32 387
0.46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1***
（0.003）
0.147***

（0.005）
0.017***

（0.004）
0.026***

（0.004）
0.018*

（0.010）
0.006***

（0.001）
-0.008

（0.009）
0.011***

（0.004）
-0.001

（0.001）
32 387
0.44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btd

（2）
bdt_defer

（3）
ddbtd

说明：*、**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系数对应的标准误，后表同。后

文如无特殊说明，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在上述检验中，我们

关注的是省税务部门的

微博开通情况，有部分城

市的税务局也开通了政

务微博，为此我们进一步

检验城市税务部门微博

对辖区企业避税的影响，

结果见表 4。城市税务

部门微博会发布更多关

表4 地市税务部门微博对辖区企业避税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wb_city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1）
btd

-0.002**
（0.001）
32 385
0.50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4**
（0.002）
32 385
0.47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3***
（0.001）
32 385
0.44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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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地的一些办税指南流程等信息，因此对于辖区内企业也能够起到显著的效果。

wb_city为该城市税务部门是否开通了微博的虚拟变量。在此我们控制了企业、城市

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看到，城市税务局微博同样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

（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①

1.平行趋势检验和事件分析法

双重差分检验的重要识别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本文采

用文献惯用做法，以冲击前一年（t-1）作为基期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如下：

taipt = β0 +∑βr treatp × yearrpt + Φ'0X_ firmipt + Φ'1X_areapt + γi + πp + δt + εipt（2）
下标 i、p、t分别代表企业、省级地区和年份，上角标 r表示相对年份，taipt为衡量企

业避税的变量，treatp为识别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虚拟变量，yearrpt为识别相对年份的虚

拟变量，例如对于 year+1pt 为标识相对年份为+1的变量，即首次冲击后第一年（+1）的样

本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同理我们构造出各个相对年份对应的虚拟变量。由于两

端观测值较少，我们选取了［-7，+7］的相对年份，对于相对年份小于或等于-7（大于或

等于7）的样本，我们统一设置为-7（+7）。为了避免共线问题，以-1年为基期。

图 2分别展示了以 btd、bdt_defer、ddbtd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可以看到政

策干预前系数未呈现显著性，基本符合平行趋势要求。

图2 动态效应检验

说明：实竖线表示95%置信区间。从左到右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btd、bdt_defer、ddbtd。

2.预期效应检验

如果企业对于政策的冲击有所预期，则会使得双重差分检验的结果有偏，本文将

政策发生提前一年的处理变量加入回归中，发现其并不显著，说明从统计意义上并未

发现该实验有预期效应的存在。

① 篇幅所限，双重差分的稳健性检验具体回归结果的图和表见网站附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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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机抽样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本文得出的显著性结果是一种随机、偶然的结果这一可能，同时进一步

检验是否存在有遗漏的地区层面特征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随机选择了税务部

门微博冲击发生的时间和范围，重复一千次，并记录每次随机冲击中处理变量的系

数。发现随机的系数分布处在 0附近，本文系数结果处在系数分布左侧 5%以内，说

明本文的结论并非偶然性因素导致。

4.排除其他同期政策干扰

税务新媒体建设的时间段也是国内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改革的关键时期，有一

些重大税收征管服务的改革举措同步发生，而这可能导致针对税收政务新媒体的回

归结果高估。因此我们尽可能查阅搜集了同期影响力较大、与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

改革相关的政策数据集，并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我们尝试控制了（1）减税降费；

（2）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3）金税三期；（4）增值税电子发票改革；（5）大数据

治税；（6）行政审批中心成立；（7）税收宣传月的影响，文章结论依然成立。

5.对多期双重差分的重新检验

近年的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中发现，在异质性处理效应存在的情况下，多期双重差

分的双向固定效应识别结果可能有偏，甚至产生错误的估计结果（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Sun and Abraham，2020）。本文参考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的

研究，对基准回归进行了重新检验，结果依旧支持文章基准结论，事前差异的检验也

依然支持平行趋势假设。

（三）税务部门微博的渠道机制检验

1.宣传效应

表 5的Panel A展示了针对假说 2a的回归检验结果。首先，本文对爬取的微博帖

内容和标签进行文本分析和关键词提取，构造了各税务部门微博各年的帖子中与传

播和解答税收问题相关的帖子占比 policy，并将其与wb的交互项加入回归中。可以

看到wb×policy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帖子中解答税收问题的比重越高，越能起到缓解

纳税人不了解税收政策的信息不充分问题的作用，税务部门微博对税收遵从的提升

效果越显著，支持了假说2a。
其次，微博本身的影响力也会影响政策宣传的效果。我们根据微博的评论数、点

赞数和转发数，构造了微博影响力指数。具体而言，根据微博各年的评论数、点赞数

和转发数的高中低三档设置虚拟变量，从低到高赋值1、2、3，并进行加总，形成微博的

影响力指数。为避免系数太小不便于展示，我们将指数除以 100。其中 impact0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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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均每条微博的评论数、点赞数和转发数构造的，而 impact1是基于该年度内该微

博的评论数、点赞数和转发数的总数构造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对于影响力越大的微

博，其辖区内企业的避税行为越少，说明关注微博的受众越多，其发挥的作用越大（见

表5的Panel B）。

表5 宣传效应机制的检验结果

Panel A政策宣传相关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wb

wb×policy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btd

-0.002**
（0.001）
-0.022***
（0.004）
32 387
0.496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5***
（0.002）
-0.013**
（0.007）
32 387
0.469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2

（0.001）
-0.027***
（0.004）
32 387
0.442
控制

控制

Panel B点赞评论转发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wb

impact0×wb
impact1×wb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btd

-0.001
（0.001）
-0.044***
（0.016）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3

（0.002）
-0.061**
（0.025）

32 387
0.469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1

（0.001）
-0.043***
（0.015）

32 387
0.440
控制

控制

（4）
btd

-0.002
（0.001）

-0.044**
（0.018）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5）
bdt_defer
-0.004*

（0.002）

-0.045
（0.029）
32 387
0.468
控制

控制

（6）
ddbtd
-0.000

（0.001）

-0.061***
（0.017）
32 387
0.441
控制

控制

2.威慑效应

表 6展示了假说 2b的检验结果，即一个地区的税收处罚力度对税务部门微博和

企业避税程度的关系的影响。一个地区的税务行政处罚数量和罚款金额可以直观地

反映一个地区税务部门对违规案件的态度和处罚力度，这既是税务微博在宣传违法

案件时重点曝光的内容，也是企业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我们统计了税务部门行政处

罚的总数以及罚款金额的总数，加 1取对数后分别构造了一个地区的税务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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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数量（penalty）和税务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总数（fine）两个变量。在基准回归的基

础上加入该变量和该变量与wb的交乘项，可以看到交乘项系数基本显著为负，因此

可以得出税务政务新媒体的存在扩大了企业对于征管处罚所带来的损失预期，因此

在税务政务新媒体辐射的地区，税收征管和处罚可以起到更好的治理效果，支持了

“威慑效应”的存在。

表6 威慑效应机制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wb

wb×penalty

penalty

wb×fine

fine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btd

-0.000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3

（0.004）
-0.003***
（0.001）
0.002*

（0.001）

32 387
0.469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32 387
0.440
控制

控制

（4）
btd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5）
bdt_defer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1）
32 387
0.468
控制

控制

（6）
ddbtd
-0.001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32 387
0.440
控制

控制

3.信任效应

表 7展示了针对假

说 2c的检验结果。本文

根据《中国财政透明度

报告》中的地区财政透

明度指数，设置了变量

ftp，其中财政透明度高

于或等于各年中位数的

样本赋值为 1，低于各年

中位数的样本赋值为 0，
并将 ftp以及其与 wb的

表7 信任效应机制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wb

wb×ftp

ftp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btd

-0.006***
（0.001）
0.004***

（0.001）
-0.001

（0.001）
16 927
0.519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8***
（0.002）
0.005***

（0.002）
-0.003**
（0.001）
16 927
0.515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5***
（0.001）
0.003***

（0.001）
-0.000

（0.001）
16 927
0.473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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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中。由于目前仅公布了2009-2018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因此观测值数量与基准回归不同。可以看到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财政透明度高

的省份，税务部门微博对于财政透明度低的省份影响更大。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说2c。
（四）税务部门微博对税负公平的影响

表 8展示了税务部门微博的设立之于企业税负公平的影响的回归结果。企业之

间避税能力的差异扩大了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公平。那税务部门微博的设立能否降低

企业的避税意愿、促进营造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呢？我们参考李艳等（2020）对增值

税税负公平的构建方法，采用省级地区-行业-年份维度的税负标准差反映企业所得

税的税负公平，标准差越大，说明税负差异越大，税负越不公平。回归模型为：

sd_citpvt = γ0 + γ1wbpt + Ω'X_meanpvt + γ2cit_meanpvt + πp + γv + δt + εpvt （3）
下标 p、v、t分别代表省级地区、行业和年份，其中 sd_citpvt为省级地区-行业-年

份维度的所得税税负标准差，所得税税负以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利润衡量，X_meanpvt

为控制变量的省级地区-行业-时间维度均值。此外，我们参考李艳等（2020）额外控

制了 cit_meanpvt，即企业所得税税负的省级地区-行业-年份平均值，以及行业、地区、

年份固定效应。由表 8可以看到，税务部门微博的设立，确实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标

准差。这说明税务部门微博的设立在减少企业避税行为的同时，也减少了企业之间

的税负不公平，营造了更为公平公正的税收营商环境，论证了假说3a。

表8 税务部门微博的税负公平效应

被解释变量

wb

wb×ta_group

ta_group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1）
sd_cit

-0.008*
（0.004）

1 917
0.37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
btd

-0.003**
（0.001）
-0.003***
（0.001）
0.011***

（0.001）
32 387
0.49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
bdt_defer

-0.006***
（0.002）
-0.000

（0.002）
0.014***

（0.001）
32 387
0.47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4）
ddbtd

-0.002**
（0.001）
-0.003***
（0.001）
0.010***

（0.001）
32 387
0.44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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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微博之于税负公平的作用方向很大程度受到税务部门微博辐射群体的

影响。因此我们还直接检验了税务部门微博对不同避税程度企业的影响力差异，结

果展示在表 8的列（2）-（4）。我们构造了变量 ta_group，反映上年度企业的避税程度，

如果该企业上一年的 btd、bdt_defer、ddbtd均高于中位数，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可以看到总体而言税务部门微博往往在那些原本避税水平更高的企业中作用更强，

这与常识相符，一般避税行为更多的企业往往更在意相关的风险、更关注政策变动，

与我们税负公平检验的结果相一致，也进一步支持了假说3a的论证。

五 进一步检验

（一）税务部门微博企业纳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表 9的列（1）-（3）检验了财务总监年龄对税务部门微博减少企业避税效果的影

响。相比于较为年长的财务总监，更为年轻的财务总监会更频繁地使用以微博为主的

新媒体形式，更有可能受到税务部门微博的影响。本文以是否 1970年及以后出生为

分类界限构造了变量 cfo1970，以此判断企业是否更容易受到微博的影响。这样做的

依据在于：（1）根据《2020年微博发展报告》，“70后”占据了微博用户的99%，即基本涵

盖了所有微博用户，反过来也可基本认为 1970年后出生的CFO才有可能使用微博；

（2）样本期内CFO的出生年份中值为 1969年，因此使用 1970年为界限可以保障我们

样本分组的均衡性。可以看到对于CFO出生年份大于等于 1970年的企业，其CFO接

触微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税务部门微博带来的影响更大，与我们的推论保持一致。

表 9第（4）列展示了税务部门微博对管理层税收问题重视程度（管理层讨论中涉

税多寡）的影响。如果企业确实受到税务部门微博的影响，则在税务部门微博开设

后，企业会更加重视税收风险，增加对税收问题的讨论。对于税收问题重视程度的衡

量，采用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中“税”字出现的频数进行衡量（discuss）。

由表 9第（4）列可见，省税务部门微博的建设显著增加了管理层对于税收相关问题的

讨论，具体而言，省税务部门微博的开设平均增加约0.16次管理层对税收问题讨论。

表 9的第（5）（6）列展示了税务部门微博是否带来了更广泛舆论监督的检验结

果。税务部门新媒体的交互属性发挥了纳税人和社会群体的舆论监督力量，反映了

“税收管理”理念向“税收治理”理念的转变，使得投资人和企业均更关注税收问题，强

化了企业的税收遵从意愿。基于深圳互动易的投资者-企业互动数据，变量 question

为当年投资者提问中“税”字出现的频率，作为投资者之于税收问题重视程度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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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answer为上市公司回应中“税”字出现的频率。本文发现，税务部门微博的建设

充分发挥了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显著增加了在投资者-企业互动中对于税收问题

的讨论，具体而言，省税务部门微博的开设平均增加 0.57次投资者对税收问题的讨

论，而上市公司回应中也平均增加0.61次对税收问题的讨论。

表9 财务总监年龄的影响以及对管理层涉税讨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wb

wb×cfo1970
cfo1970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btd

-0.002
（0.001）
-0.003**
（0.001）
0.001

（0.001）
28 833
0.500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3*

（0.002）
-0.004**
（0.002）
0.002

（0.002）
28 833
0.482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2*

（0.001）
-0.002*

（0.001）
0.000

（0.001）
28 833
0.447
控制

控制

（4）
discuss
0.156*

（0.081）

32 162
0.370
控制

控制

（5）
question
0.565**

（0.271）

14 578
0.335
控制

控制

（6）
answer
0.613**

（0.289）

14 578
0.302
控制

控制

（二）税务微博内容形式特征的影响

1.图片视频贴的异质性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试图探讨税务部门微博帖子形式对于税务部门微

博和企业避税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10列（1）-（3）。我们计算了各年各微博主

体发布的帖子中的图片和视频总占比（picture），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

wb × picture。回归结果显示，税务部门微博中图片视频形式的帖子占比越高，其在引

导企业降低避税程度方面的效果越好。图片视频形式的帖子相比严谨冗长的税法文

字更加直观、简洁，更容易被纳税人理解。

2.转载和原创对税务部门微博作用的影响

税务部门微博帖子按来源可分为转载和原创两大类内容，表 10的列（4）-（6）检

验了这两类不同来源的贴子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税务部门微博的转载帖子中有很大

一部分转发自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报微博，就宣传内容上而言相对更加同质化；

相对而言，税务部门原创的微博帖子包含了各地的税收日历、税收法规和具有地方特

色的办税流程，内容上更具具地方特色。为了更好理解税务部门微博转载和原创对

于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我们计算了各年各微博主体发布的帖子中原创帖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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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并在基准模型加入交互项wb × origin。可以看到，origin的系数均为负，即相

较于转发的帖子，原创帖子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更大。

表10 税务部门微博特征对于抑制企业避税的影响检验

被解释变量

wb

wb×picture

wb×origin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btd

-0.000
（0.001）
-0.006***
（0.002）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2）
bdt_defer
-0.003

（0.002）
-0.005**
（0.003）

32 387
0.469
控制

控制

（3）
ddbtd
-0.001

（0.001）
-0.004***
（0.002）

32 387
0.440
控制

控制

（4）
btd

-0.002*
（0.001）

-0.002*
（0.001）
32 387
0.495
控制

控制

（5）
bdt_defer
-0.003

（0.002）

-0.005**
（0.002）
32 387
0.469
控制

控制

（6）
ddbtd
-0.001

（0.001）

-0.004***
（0.001）
32 387
0.441
控制

控制

（三）工具变量检验

税务部门是否开通微博的决策可能本身存在一定的内生性，某些遗漏变量可能

同时影响地方开通微博的决策和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文

章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从地形和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线下面对面交流成本、进

而影响线上治理手段的比较优势的角度来构造工具变量，逻辑如下：

本文第一个工具变量为地形崎岖度，采用大起伏山脉面积占各地面积的比例

（moutain）来衡量。地形因素自古以来便是影响人们面对面沟通，以及纳税人获取税

收信息成本以及税务部门宣传税收政策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纪年 1685年），政府通过在衙门前树立刻满《赋役全书》的石碑，来传递税收政

策，但对于路途崎岖险阻的地区，公家征税成本过高，往往只能依靠一些强取豪夺、谎

报税额的“中间人”来实现部分征缴。到了现代，如果没有互联网新媒体这种易于操

作获取的税收知识宣传媒介，就不得不依靠线下税务窗口的方式来促进政策知晓、促

进税收遵从。因此从相关性上，网络新媒体对地形更为崎岖的地区将带来更大的边

际收益，从而这些地区更有动机采用网络新媒体渠道进行税收知识宣传沟通。而从

外生性上，大起伏山脉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企业避税等微观财务决策。

本文的第二个工具变量为极端天气（超常降雨天数 extreme_rain和超常高温情况

extreme_temp）。天气也是影响人们线下交流和税收信息宣传与获取的重要因素。因



世界经济 * 2024年第1期 ·173·

孙鲲鹏 杨 凡

此从相关性的角度，超常的降雨天数和高温在很大程度限制了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的

出行，进而影响了税收知识以人为媒介的线下传播。因此在面对超常降雨和超高温

时，税务部门更有动机建立线上的税收知识传递渠道，以缓解线下税收知识传播的压

力。而从外生性的角度，极端天气也很难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影响企业避税。我们从

气象局获取了 1952-2018年各省份的降水和气温数据，计算每个地区每月比 1952年
到 2018年当月降水均值高出一个标准差的降雨天数，作为该地区该月的超常降雨天

数，然后加总得到每个地区一年内超常降水的天数。类似地，我们计算一个地区每个

夏秋月比 1952年到 2018年该月平均最高气温高出一个标准差的超常气温度数，然后

加总得到每个地区一年内超常高温度数总数，以衡量各地当年的超常高温情况

（extreme_temp）（超常低温逻辑类似）。

上述两个自然因素是否影响一地税务部门利用税务微博，还需考虑到中国的电

信技术普及大环境。试想如果不存在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即便地形崎岖和极端天气

频发地区想要通过某种方法来解决线下宣传的困局，也无从谈起。因此从动机和可

行性两方面的角度考虑，我们采用全国层面的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phone）×地区

自然阻碍条件（moutain、extreme_rain、extreme_temp）构造我们的工具变量。使用全

国层面的移动电话拥有量，避免了地区层面该变量受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可能同

样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因素的耦合。这样从交乘项角度构造工具变量的做法见诸以

往不少文献中（Jia et al.，2019）。

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如表 11所示。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回归中，各工具变量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交通不便的地形亦或是极端天气，均可能激励地方税务部

门在可行的情况下尝试采用线上新媒体工具；第二阶段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p_wb，是

第一阶段回归拟合出的被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上述变量均通过了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检验。

表11 工具变量检验

p_wb

phone×moutain

phone×extreme_rain

0.004***
（0.001）
0.003***

（0.001）

-0.038***
（0.014）

-0.038*
（0.020）

-0.034***
（0.013）

被解释变量

（1）
wb

（2）
btd

（3）
bdt_defer

（4）
ddb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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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extreme_temp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Hensen J统计量（P值）

0.011***
（0.001）
28 664
0.841
控制

控制

28 664
0.278
控制

控制

58.66
0.666

28 664
0.136
控制

控制

58.66
0.285

28 664
0.157
控制

控制

58.66
0.156

（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wb

（2）
btd

（3）
bdt_defer

（4）
ddbtd

（四）企业避税指标衡量方法的稳健性

为了缓解因代理变量的选取对本文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也选择了其他衡量

避税的指标进行补充检验，结果展示在表 12中。列（1）展示了以增值税查补税额

为因变量的检验结果。前述的研究主要探讨企业所得税方面的避税情况，我们参

考樊勇和李昊楠（2020）采用增值税查补税额（tax_check）衡量增值税避税，一般而

言企业的查补税额越少，则税收遵从度越高，避税越少。可以看到税务微博的开通

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避税程度，减少了企业的查补税额。列（2）和列（3）展示以所得

税实际税负（etr，企业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和三年移动平均实际税负（lt3etr）为因

变量的检验结果，由于税前利润为负时的实际税负不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在计算 etr

时本文剔除了税前利润为负的观测值。同样可以看到税务微博开通有助于提高企

业的税收遵从度，支持假说 1。列（4）中参考Wilson（2009）构造的预测企业避税的

模型，构造了变量 tax_shelter①，回归结果同样支持假说 1。在列（5）我们参考 Cai
and Liu（2009）构造了企业隐匿收入的变量（ta_cai&liu），该变量根据国民账户要素

分配核算原理估计企业潜在的真实盈余状况，然后用估计的真实盈余减去报告盈

余作为避税程度的衡量。同样我们也发现，税务政务新媒体的建设有效减少了企

业避税。

① tax_shelter 的计算参考 Wilson（2009），为 tax_shelter = -0.13 + 9.57btd + 13.80da - 2.3lev + 0.09size +
0.41roa + 0.53foreign_income + 1.75rd，btd为税会差异，da为根据 Jones模型计算的企业当年操纵性总应计，lev为

资产负债率，size为企业规模，foreign_income为是否有海外收入的 0-1变量，rd为研发投入除以总资产，其他变量

如正文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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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其他避税指标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wb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1）
tax_check
-0.122***
（0.042）
17 575
0.213
控制
控制

（2）
etr

0.005*
（0.003）
28 123
0.448
控制
控制

（3）
lt3etr
0.005*

（0.003）
24 034
0.565
控制
控制

（4）
tax_shelter
-0.006*

（0.004）
29 654
0.814
控制
控制

（5）
ta_cai&liu
-0.012***
（0.004）
32 387
0.544
控制
控制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①

1.税务部门微信公众号的影响

税务局开通政务新媒体的形式除了微博以外还有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政务新媒

体的影响效果都是本研究关注的范畴，因此我们也检验了税务微信公众号对于企业

避税的影响。我们发现，税务部门微信公众号对于抑制企业避税同样可以起到积极

影响，并且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微信公众号效应后，税务部门微博抑制企业避税的效

果依旧显著，而且微博的影响大于微信公众号，我们以微博为重点来探讨税务部门政

务新媒体的影响是适宜的。

2.剔除极端影响力微博后的重新估计

从粉丝数量上来看，部分省市的粉丝数量远高于其他省市，我们采用 K近邻

（KNN）算法和 3-sigma法则筛选了可能存在的离群点，在回归中剔除了这些地区，回

归结果并未受到影响，说明所得出的税务微博的影响并未被某些极端值所主导。

3.广义双重差分识别方法的稳健性

我们采用企业所在地区当年微博帖子数量的自然对数以衡量税务部门在微博建

设上的投入，并进行广义双重差分检验，结论与前文一致。

4.考虑母子公司税率差异的影响

母子公司法定税率差异会直接影响企业的避税动机，我们尝试通过一些方式刻

画并控制企业母子公司税率差异、并加以控制，基准结论并未受到影响。

5.纳入非上市企业样本数据集的稳健性

使用税收调查数据。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是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

囊括了大量中小企业，可以更综合地反映企业税收行为的变化，结论依旧支持税收政

务新媒体的治理效应。

① 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稳健性检验的操作和回归结果见网站附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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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和启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税务部门等政府机构开始积极结合互联网政务

新媒体，创新政府服务提供形式，助力优化税收治理环境。本文基于税务部门新浪微

博数据发现：

税务部门新浪微博开通设立后，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下降，即税务部门微博提高

了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从渠道机制上来看，税务部门微博通过宣传税收知识、提升

纳税人对处罚风险的损失预期、提高纳税人的信任度来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从异

质性上来看，对于更具有影响力、图片形式帖子占比越高的税务部门微博，以及财务

总监较为年轻的企业，其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的能力越强。从影响结果上来看，税务

部门微博的设立有助于促进税负公平，提高税收治理环境。

本文启示主要为以下方面：首先，税务部门的政务新媒体建设，尤其是微博开通

有助于抑制企业避税意愿和动机，税务部门微博的影响力提高、配套以更严格的税收

征管力度均有助于提升效果。而且，税务部门微博还因之而进一步提升企业之间的

税负公平。因此，税务部门应继续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分享信息技术发展的红利，

创新税收宣传和纳税服务的方式，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新媒体平

台，提高公众互动，扩大税务部门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信任度。

其次，关于深化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政府部门政务新媒体建设的具体模式和实现路

径等，本文的研究表明，税务部门微博的建设形式和内容类型对提高企业税收遵从的效

果有很大影响。因此：（1）应多渠道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除了微博外，应打造税务部门

在微信公众号乃至抖音等多平台的政务新媒体体系，促使税收等政策宣传深入不同群

体，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企业管理层等；（2）在形式上，深入浅出的宣传方式对提高纳税遵

从具有重要意义，在政务新媒体建设过程中，可以增加对图片视频等形式的运用，使税收

宣传服务更“接地气”；（3）在内容上，提高解答税收问题和宣传税收知识的相关帖子比

重，使税务部门政务新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税务部门征收税款，提高纳税遵从的目标。

总之，推动数字政务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互联网政务新媒体的兴起为政群关系的良性互动提

供了新的平台和模式，能够成为政府部门提升服务水平、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

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新媒体，形成广覆盖、多层次、活跃度高、监管有效的政务新媒

体矩阵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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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x Department’s Sina-Microblogs

Sun Kunpeng; Yang Fa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overnanc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Drawing on tax

department’s Sina-microblogs as new media of communication for government affairs, the paper first

analys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y influenc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theory. Subsequently, using more than 400,

000 pieces of microblog data, we use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tax department’s Sina-microblogs effectively enhanc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nd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ax equity among enterprises.

Specifically, tax department’s Sina-microblogs play their governance role by the dissemination of tax

knowledge and regulations, the deterrence related to tax penalties for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improvements of corporate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oretically expand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nd it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China’s digital government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ax enforcement and tax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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